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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流变与缘由 

陈松青 黄丽俐
1
 

【摘 要】:作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重要分支，湖南文章总集的发展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。它发韧于宋代，经过

元代的短暂沉寂,在明代有了实质性的发展。清代以来，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数量大幅增长，编纂形制多样化,卷帙

普遍宏大，并逐步建构起类目清晰、层次分明的编纂体例，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推动

编纂者广事搜罗、奋力钩稽的因素众多：其一，鹿续文脉,自发搜文;其二，采求阙文以补方志；其三，弘扬地方文

学；其四，不甘落后的竞争思想。梳理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发展脉络，解析其编纂缘由，对湖湘文学发展体系的建

构以及地域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有重要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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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寅在《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》中说:“与地方志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、选集和诗话不断涌现，使文学的

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。”[1]近年来，云南、贵州、安徽、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关于本地的诗文总集研究,湖南文章总集作为地方

性文学总集的重要分支，却未得到重视,缺乏整体上的清理和宏观上的把握。本文试图爬梳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整体脉络,通过

探究这一流变轨迹,指出并分析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深层缘由，从多维度对这一编纂现象进行阐释和解读，以期进一步完善对湖

南文学发展体系的梳理与建构，推动地域文学研究的全面开展。 

随着地域文学文化研究的渐兴,关于地域总集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，各家对地方总集的定义和划分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有必要

先对“湖南文章总集”进行具体的概念界定和分类。 

一、湖南文章总集的界定和类型 

较早对湖南文章总集进行界定的是蒋江龙《湖南历代地方艺文总集述略》一文，将“湖南地方艺文总集”定义为“湖南人

士的诗文总集或作者虽非尽为湖南人，但诗文内容皆关乎湖南地方者”
[2]
。这一说法客观准确,但稍显简单。“湖南文章总集”

作为“湖南地方艺文总集”的一部分,对其予以界定应更具体翔实，且符合实际的文献情况。 

湖南文章总集属于地域总集范畴。从体裁来看，所收文体以文为主，包括骈文和辞赋，如欧阳厚均辑《岳麓文钞》《岳麓赋

钞》，以“文”命名却兼收诗词的总集也可囊括在内，如陈楷礼辑《常德文征》,收录诗、文两类;从时段来看，湖南文章总集的

编纂由来已久，《湖南文献概论》认为宋代龚元正所编《桃花源集》是“目前所知最早由湖南人编纂的地方艺文总集”[3]，但已

失传。现存最早且保存较完善的湖南文章总集是明代黄焯所编《朝阳岩集》，此集收录历代有关朝阳岩之诗文题刻，内容包括铭、

记、志、游题短记等七部分。清代是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繁盛期，不仅有一省之文章总集《湖南文征》,还有各府县地方之文章

总集，如《常德文征》《常宁诗文存》等，以及占比最大、数量最多的课艺文章总集，如《湘中校士录》《沅湘通艺录》《沅水校

经堂课集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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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到民国时期文集编纂较多地承续前代的做法，不仅有郡邑类文章总集如《都梁文钞》《淑浦三贤诗文钞》等，还有一家

之文集如《马桥唐氏文征》《枫田耆旧集》《衡阳左氏家集》等，虽然在数量和种类上不能与清代相较，但这一时期编纂的湖南

文章总集大多体例完备，尤其是一家文集的编纂和保存，较前代更为完善,可酌情纳入考察范围。总之,我们认为,“湖南文章总

集”是指收录湘籍作家的文章总集，如《湖南文征》《常宁诗文存》《武陵文征》等,也可以是以湖南地域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总集，

如《岳阳纪胜汇编》《岳麓文钞》等。 

关于文章总集的分类，各家划分标准不一。《贩书偶记》分为文选、各朝文、地方文、家集、课集五类;《中国古籍善本书

目》分为丛编、通代、断代、地方艺文、家集;《中国古籍总目》分为丛编、各体、分体、通代、断代、郡邑、氏族、尺牍、课

艺；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分为文选、历代、郡邑、外国、氏族、唱酬、尺牍、课艺;《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》分为地方艺文、家

集、杂录三类。可见各家分类方式大同小异，也各有合理之处。夏勇《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总集范畴辨析》一文,以地缘属性为

依托，把地域总集分为两类，一为典型的地域总集，即地缘属性为相关总集唯一的首要特质,如省域、郡邑、家集类;一为特殊

形制的地域总集，即相关总集拥有双重的首要特质,地缘属性为其一,如闺秀、课艺、谣谚类。[4]这一论断客观具体地理清了地域

总集的边界，使其范畴获得了确切厘定。 

着眼于湖南文章总集，既需要借鉴前人的分类方法，更需要结合湖南文章总集的具体情况，主要可以划分成五类，分别为

省域类文章总集、郡邑类文章总集、宗族类文章总集、课艺类文章总集以及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。 

二、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流变 

作为一种地域文学现象,地域总集的编纂历史悠远。唐五代人编纂的地域总集大抵在五种左右,宋代不下五十种，元代至少

有七种，明代至少一百三十种，清代则可能在一千种以上。
[5]
唐代殷瑞编选的《丹阳集》，被认为是地域总集编纂的起源。到宋

元两朝编纂渐多，明代以后,尤其是清代至民国,地域总集的编纂臻于鼎盛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与地域总集编纂的总

进程相比，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稍显延滞。它发于宋代，经过元代的短暂沉寂后，在明代有了实质性的发展，清代以来，湖南

文章总集的编纂在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成熟阶段,达到了新的高度。 

（一）宋代:发韧期 

地方文学的发达程度影响着地域总集的编纂。宋代文化发展的地域性差异明显，其中北方京、洛地区和以成都、梓州路为

代表的四川地区以及东南的两浙、江西、福建等地区发展最为突出，成为重要地域文化中心;[6]文章总集的编纂活动也最为活跃，

辑有《成都文类》《吴都文粹》《会稽掇英总集》《宣城总集》等。而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等中南地区由于土旷人稀，精神文

明和物质文明都不发达，[6]文章总集的编纂在数量和形制上也无法与其他地区比肩。 

湖南人编纂文章总集的传统肇始于五代，桂阳刘赞编《蜀国文英》八卷、《分门文集》十卷①。这些文章总集在内容上虽与

湖南无关，但也能说明湖南人编纂文章总集的意识萌发较早。至宋代，湖南文章总集逐渐增多，北宋武陵龚元正所编《桃花源

集》，辑录“古石刻文及诸家题录”[7]，被认为是“目前所知最早由湖南人编纂的地方艺文总集”[3]。受其影响，又因“异人逸

士多寓焉（指桃源）”[7]，故四明姚孳编纂《桃花源集》②，收录“嘉祐以前诸公诗文”[7]。其后又有南宋赵彦臻、张栋合编《桃

花源集》③，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《郡斋读书志》，此集分为上下卷，上卷为赵彦臻对姚孳《桃花源集》的重编，下卷为淳熙以后

续编，收录晋、唐、宋朝诸公诗文。此外,《宋史・艺文志》记载，郝麓编有《都梁集》十卷。可惜宋代编纂的这些文章总集皆

未流传于世。 

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虽可上溯至五代,但这一时期并未出现代表性文集，更多的是文集编纂意识的萌发。宋代才开始出现内

容关乎湖南本土的文章总集，但编者们多将目光投注于整理前代文学作品，对本朝文人作品的关注尚有不足，且所涉地域范围

狭小,集中在县一级，卷次内容较单薄。凡此种种，都有待后人进一步开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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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值一提的是，元代湖南文坛“短暂而绚烂”[8]，出现了冯子振、欧阳玄等著述丰富的文学名家,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经

过宋代的发朝后，在元代处于停滞状态，并未得到相应的发展。 

（二）明代:发展期 

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在明代有了突破性发展,且成果丰硕,具体表现在两方面。第一，种类多样化。既有着眼于湖南省域的

艺文总集，如湘潭周圣楷编《楚才奇绝》三十卷;又有郡邑类文章总集，如黄焯所编《朝阳岩集》，收录了历代有关永州朝阳岩

的诗文题刻,所收文体虽不限于文，但以文为主，包括铭、记、志、游题短记等。又如天长王心为补备《郴志》，与郴州诸生袁

大邦等“集古今之文为郴而作者”[7]编成《郴州文志》七卷，在体例上仿真德秀《文章正宗》。相对而言，课艺类总集在明代虽

称不上繁盛，但已有编者将目光投注于此，如万历年间钱春编纂并刊刻《湖湘校士录》八卷，“于各府、县取录前列之虞、增、

附生所试时文，详加评鹫。其文体清畅，确是场屋中本色……此类试卷，自明以来,风行坊肆间者，何啻千百,而存者仅此”。④ 

第二,对前人所编总集进行续补。钱塘冯子京编《桃花源集》，是对宋代赵彦埼、张栋所编《桃花源集》的补缺，并增辑了

元、明作者的相关作品。当涂梅淳编纂《岳阳纪胜汇编》四卷，钱塘张振先作序并刊刻⑤，因旧集“诠次芜乱，纸漏复多，不足

传远”
[9]
，所以“取旧集汇为一编，以洞庭为主，君山次之，楼居附焉”

[9]
。这一做法既是对前人作品的整合编排，又在内容上

进行了增补，如杂记由二十余则增至五十余则。此集虽然卷帙规模并不宏富，但其体例完备严谨,书前有凡例，论及编排缘由及

体制，简要精当，总目之后编有《历代姓氏爵里》介绍作者，后以文体为区分标准设置总目，并论及篇数，为现存明代湖南文

章总集中的翘楚。同属此类特征的文集还有周沈珂父子辑《周氏遗芳集》之于周冕辑《濂溪遗芳集》，祁阳陈斗辑《订补涪溪集》

之于黄焯辑《涪溪诗文集》,王夫之辑《莲峰志》之于真定辑《莲峰翰墨志》等。 

较之前代,明代湖南文章总集的数量和种类持续增多,地域范围逐渐扩大,体例设置不断完善,且在整理前人遗迹的同时也关

注到本朝作者之文。但深入细化到文集编纂的各个层面，仍有颇多不足。就编者身份来看,多为寓湘官宦，如黄焯于嘉靖年间任

永州知府、湖广左参政，冯子京曾官任湖广按察司。这说明文集的编纂大多出于官方思考，编纂风气并不在民间盛行，也说明

明代湖湘人还未清楚认识到湖湘文章的自身特色与价值。再就地域范围来看，它的触角远未覆盖全省，也没有深入到各地方，

虽编有省域、郡邑类文章总集，但因明代并未将湖南单独立省，所以总集编纂时，所收文章作者地域范围无法界定到湖南省，

而且编者多以名川胜地为收文范围，其他府县乡镇类文章总集寥寥无几。 

（三）清代:繁荣期 

明清鼎革之际，湖南地区对满清统治的反抗比较激烈,战事迁延,对经济文化各方面冲击较大,直到康乾时期,湖南文学逐渐

复兴,至近代，湖湘文风鼎盛，才人辈出，湖南文化的特色彰显于世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[10]相应地，湖南文章总

集的编纂在清代尤其是清后期，各方面均有长足发展，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，这一态势延续至民国。 

1.地域范围扩大。明代及其前代，湖南文章总集所涉地域多为名川胜地,地域范围有所局限。清初湖南独立建省,在总集（尤

其是一省总集）的编纂上,更加突出地域性和规范性。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并深入，且各层级均有发展。 

罗汝怀所编《湖南文征》是唯一一部涵盖湖南全省的文章总集，李瀚章称其为“楚南文献一巨观”[11],并“与沅湘诗集并垂

天壤间”
[11]

清初廖元度开始整理楚地文献,并编有《楚风补》《楚诗纪》等与湖南密切相关的诗文集，但内容并不限于湖南。道

光时期，邓显鹤编成《沅湘耆旧集》，才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湖南诗歌总集,但此集“存诗而不及文”[11]，且“湖以南作者林立,独

未有专书”[11]，《湖南文征》的刊成填补了这一空缺。 

除一省文集的编纂外，府、县等各层级文章总集的编纂活动也相当活跃。如杨丕复编、杨彝珍续编《武陵文征》，收录宋代

以来武陵人士之文;唐训方辑录《常宁诗文存》，收录宋代至道光年间常宁人诗文;光绪年间，蓝曷辑录《昭陵赋钞》。民国间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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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不少此类总集，如《都梁文钞》《南岳诗文集钞》《激浦三贤诗文钞》等。 

2.数量种类增多。有清以来，湖南文章总集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，题材内容多样化，除前代已有的省域、郡邑、课艺类

文章总集外，宗族类和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也付诸梓行。 

宗族类文章总集的数量在晚清及民国有显著增长，参照徐雁平编著《清代家集序录》，清代家集 1244 种，湖南 53种⑥,属湖

南宗族类文章总集的有 10种。但据笔者粗略统计，此类总集数量应多于 10种，约有 15种，多为家族后人或关系亲密者编纂。

譬如杨基善辑《杨氏先嫩录存》，吕家驹题讳,后有吴学澄跋，收录杨氏始迁滇祖克勤公至十五世和甫公之遗著;湘阴左钦敏撰辑

《孝思集》，内容涵盖较广，包括遗事、墓谱、祭文、遗文、寿序等;此类文集还有《派江廖氏三代文钞》《湘阴丁氏文集》《谷

口三张遗集》等。题咏颂扬类文章总集在卷帙规模上不能与其他类文集相比，而且诗歌总集居多，但深入探究此类文集有助于

考察文人的交游网络,探析湖湘文人群像。此类文集有《资江舆诵》《沅陵舆诵》《舆诵录存》《淮海咏归》等。 

清末张百熙在《成均课士录叙》中有言： 

自明人《钩玄录》之刻出，程墨行卷房稿日兴，由是诸生会课所作，社稿林立。评点则始自王房仲。今试士课士文犹习明

俗不改，国学旧事课艺，积数年一刻。乾隆六十年，法梧门先生官祭酒，刻课艺第一集，嘉庆九年又续刻焉。当其时，海内承

平，天子右文，肇兴辟雍，立石经东西讲堂，宏生巨儒，接踵辈出。而国学课艺，皆应举之作，不登解经论史诸篇，岂非朝廷

取士所在，先其尤亟者乎？尚犹明人房刻之遗风也。[12] 

清人在继承明代人编纂课艺总集传统的基础上，更将此类总集发扬光大,湖南课艺类文章总集的发展也与此同步。明代钱春

辑《湖湘校士录》，是现存较早的湖南课艺文集,此类总集在清末尤其是光绪年间大放异彩，占比最重,数量最多，可细分为书院

课艺和科试制艺。如《船山书院课艺初集》《岳麓书院课艺》《东山书院课集》《城南书院课艺》等为单个书院的课艺文集，也有

《湘中校士录》《湘雅扶轮集》《湘省课艺初集》等选辑多个书院的士子制艺之文编为一集。科试制艺类文集主要以省或府县为

收录范围，如廖寿恒辑《湖南试牍》，选编同治年间湘中学子应试之文;张亨嘉辑《湖南校士录》,选录湖南士子应试佳作编成文

集;又如陶易选编《衡州试牍》，为衡州生员应试文集。 

关于文集的种类，还需注意两点。其一，有一部分文集兼有宗族和课艺的属性，如《敬止斋文抄》《邵阳谢氏艺文》等，主

要收录一家或一族的课艺应试之作，编纂这些总集是“仿邑乘而增艺文一类，以点缀谱牒也”[13]。可见其主要功能是补充家谱，

具有鲜明的宗族属性，因此，这些总集均可视作宗族类文章总集。其二，晚清湖南名贤辈出，便有学者收录他们的手札或书牍

编成文集,譬如何天柱编《三名臣书牍三种》，收录曾国藩、胡林翼和左宗棠书牍;郭庆藩编《名贤手札》，主要收录曾国藩、曾

国荃、胡林翼、沈葆桢、李鸿章等八人信札;又如《近代湘贤手札》《陶风楼藏名贤手札》，多收录湖湘贤士或重臣的手札。但因

这类文集数量少，无体例可言，且不易阅读，所以并未被纳入归类范围。 

3.规模趋于宏大。清代所编湖南文章总集的卷帙规模远比前代宏大，尤其在收文数量上,更是对前人有所突破。明代梅淳编

纂《岳阳纪胜汇编》，收录作者408 人，作品 863篇，杂录 53条,其中文章仅 45篇，但在明代已属收文较多的集子。而在清代，

比之规模宏大的湖南文章总集极为常见。如朱光恒辑《激浦三贤诗文钞》十三卷,仅收录舒煮、严咸、向师棣三人的诗文，便已

得文 107篇;安仁欧阳厚均辑《岳麓文钞》十八卷、《岳麓赋钞》三卷,上起唐朝,下迄清朝,历时千余年，收录与岳麓山相关文赋

129 篇;刘国干等编纂《都梁文钞》，收文 160 篇;唐训方辑《常宁诗文存》十二卷，收录作者 214 家,诗文共677 篇。 

清人所编湖南文章总集在卷帙规模上,对前人有较大超越，更有一部分文章总集甚至达到收文上千的规模，是地方文章总集

中的典范之作。乾嘉时期武陵陈楷礼辑《常德文征》，“成书四十八卷。此在各省、府、县先有为之者，而在郡中实为创举”[14]。

此集“下以征土风之共操实，上以征文教之广暨也”[14]，收录作者 286 家,诗文约 2600 篇。同治年间罗汝怀编纂《湖南文征》

两百卷，辑录“自元明迄今六百余季，名臣魁儒,才人节士之文，采摭略备。计文四千有奇，作者八百人”
[11]
即收录元明作者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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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 200 人，文 1189篇，清代作者 589人，文2879篇（含附文）。⑦ 

此外,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的纂修规模也比前代宏大。清以前的文集一般纂修人员较少，且不见具体记录。清代以来，湖南文

集的编修人员逐渐增多,以确保总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如《岳麓文钞》由欧阳厚均初编，再由肄业诸生分卷校勘，师生“翕

然同心，共襄厥成”[15]。又如陈楷礼辑《常德文征》，在《凡例》之后有《纂修〈常德文征〉姓氏》，以此详细记录纂修人员官

职和姓名,包括鉴定、同定、总纂、总校、汇稿、考订、采访、分校、校刊等共二十八人。足见纂修之严谨与周详。 

4.编纂体例臻于成熟。明代人在编纂湖南文章总集时已注意到体例的编排,《朝阳岩集》在目录设置上先依文体设铭、记、

志等一级类目，再按作者朝代的先后设置二级类目。梅淳《岳阳纪胜汇编》体例较完整，但其作者小传十分简单，仅包括籍贯

和所处朝代，且目录设置并不清晰规范，这些都有待完善。清人在继承明代人编纂传统的基础上更注重文集体例的编排设置，

使之臻于完善。 

从编选范围来看,一方面，更注重作者的地域性，尤其是部分郡邑类总集，如《常宁诗文存》专收历代常宁人作品，《常德

文征》以收录常德作家为主，因“桃、龙、沅采访耳目未周，入选差少;武陵密近，收录颇富”[14],所以武陵人士作品最多,并且，

与多数地域文集相同，设置“流寓”一类收录寓湘人士之文。另一方面，选文宽严相济,更重视作品的保存和传流。《常德文征•

凡例》曰：“抄古人作从宽,其传久远不可多得;抄近人作从少，传者尚众,俟论定于异时。”[14]刘国干为《都梁文钞》作序时也

有言:“宝吉光，珍片羽。”[16] 

从体例编排来看,除少数抄本整体编排略显杂乱外,大多文集都类例明晰、著录有序,远非前代可比。其一，清代所编湖南文

章总集中，作者小传（或称作者小志）更为详细,包括入选作者的字号、生卒年、生平仕履与创作，以及编者或他人对其的评价

等。如《常宁诗文存》等将关于作者的总括性介绍附于其姓名之下，小传也因此贯穿文集始终。其二，卷次编目更为规范合理、

井然有序。如《常德文征》“以名宦、流寓之作为一集，郡中先辈之作为二集,其人现存者为三集,依类分录，用《昭明》选文

之例”[14],《都梁文钞》“诗文分钞，按时代厘为六卷，不以体例分别部居”[16]，又如《枫田耆旧集》“前刊分三卷，首杂文，

次诗词，次尺牍，兹用四库书例……前所录篇什,系分类而编，兹以人为经，各人所著，各录一帙,略以年为先后”[17]。 

欧阳厚均在《岳麓文钞•叙》中曰： 

爰择集（指《岳麓志》）中诗古文词，芟繁去冗，录而存之。复就见闻所及，加以咨访，上溯唐宋，逮于国朝，凡宦寓名贤，

钓游髦士，题咏传记诸作，悉与钞撮，按时代之先后为编次。其中之古迹名胜，为之寻流讨源，考其沿革兴替，一一疏证之，

附以按语，俾后之修山志者采择焉。至于作者姓字爵里，可考者详之，亡考者姑略之。
[15]
 

清人编纂湖南文章总集时在体例的编排、篇目的分布上有较大进步，不仅体现在目录的设置上,还在按语、注释等附件的编

排上有所显现。《湖南文征》作为清代湖南文章总集的代表，编纂体例最为规范严谨，有其独特而鲜明的特质。一方面，卷次分

明，分体编排目录。《湖南文征》二百余卷，其中首一卷，目录六卷，姓氏传四卷，元明文五十四卷,国朝文一百三十五卷，补

编一卷。卷首有曾国藩、李瀚章作序，罗汝怀作《湖南文征例言》。作者小传集中著录，编为姓氏传，置于正文之前。正文包括

元明文和国朝文两部分，所收文章先按朝代先后排序，再按体裁类别分卷排列，分别有疏、策、议、解、说、论、记、序、跋

等。 

另一方面，选文有所甄别。首先，与前人编撰文集存流寓之人不同，《湖南文征》中并未涉及流寓文士，仅收已故湖湘文人

之作，作者构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。《沅湘耆旧集》和《湖南文征》出现之前,湖湘诗文总集上溯年代久远，且以楚地为范围,

易流于芜杂。《湖南文征》在时间上从元明至清同治,空间上仅限湖湘地区，把湖湘文化从广义的楚文化概念中剥离出来，地域

特征更为明显。其次,重情理之文，不事考据。罗汝怀深谙考据之学，但《湖南文征》“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[11]。最后，罗汝怀

收文旨在“网罗放佚，使零章残什，并有所归”
[11]
,所以即使是一鳞半甲、只言片语亦予以收录。罗汝怀在编纂《湖南通志》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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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曾表示“新增之书又已不少，而旧刻之散失者当亦不少”[18],《湖南文征例言》也提到新刻一直在流传,故无妨寡取,反而旧刻

已经散落，更当收录。所以，被一些地方文章总集忽视的单言片语“以诗见者，则征诸题下之小引……以书称者，则征诸帖中

之跋尾”
[11]

。 

综上所述，经过清代近三百年的发展演进，清人编者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都标志着湖南文章总集的全面繁荣，其数量之多、

范围之广、规模之大、编纂体例之严谨，皆非前代人所及,是湖南文章总集编纂历史上的最高峰。 

三、湖南文章总集编纂之缘由 

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，历经宋代的发初、明代的发展，至清代的繁荣，其推动因素众多，择其要者，有以下四个方面。 

第一，康续文脉、薪尽火传。或因年代久远，或因兵燹流离，导致文献散佚甚至毁灭。当代学者徐雁平在《清代家集总序

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》一文中，统计了二百一十六篇家集总序,其中慢性损毁者六篇,毁于兵燹者二十四篇,并认为“战争对包括

家族文献在内的文献破坏性最大”[19]。湖南文章总集中,不少文献毁于兵乱,编者为延续湖湘文脉,四处访求，竭力辑录,在保存

先人文献的同时以期泽被后世。如《枫田耆旧集•原叙》云：“因兵燹流离，先人手泽仅有存者，不忍听其就湮，与草木同腐朽

也。”[17]因此“兹续裒辑诗、古文、词若干首，另刊为三帙，命曰《枫田耆旧集》”[17]，以期后世“思其志意，闻其容声”“有

感奋兴起流连慨慕”[17]。《衡阳左氏家集*叙》曰：“衡阳左氏文名久播湖湘，曾几何时,而高文典册寝即湮沉,过时而不采，将

随秋草萎。”例故而左福承“奔驰西南，四出访求,心剿形瘵，靡敢澹忘，游目所及，辄用著录，一簧成山……以文存人实以人

存文也……免数典忘祖之消，亦深冀吾后人之引而勿替也”[20]。由此可知文集编刊的经过以及搜文的不易，这是为了承继文化、

延续文脉而自发且自觉的行为。 

第二，采求阙文，补缀方志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有言，“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,必立三家之学,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。

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,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，仿《文选》《文苑》之体而作文征。三书相辅而行，阙一不可”[21]。可见方

志与地方总集相辅相成，从而构建起地方文献体系。部分编者在编纂方志之余，为补其不足，而纂辑地方文章总集。明代《郴

州文志》“以辅《郴志》”[7]。清人陈楷礼“以修志之余裒辑先辈诗文,为《常德文征》”[14]，此辑“与《郡志》相表里，并有

因事而存其文者,庶论世知人足备考证”[14]。这种情况在宗族类文章总集中也频繁出现，编纂文集以补谱牒之不足，《枫田耆旧

集》曰：“因老谱有艺文一卷,录先人著作，即陆士衡所谓’诵先人之清芬’是也，然按《通志》所载,谱牒统于艺文,是艺文无

人谱之例，故另刊《枫田耆旧集》……前刊遗漏者，搜罗而补之,后出者，续登之。”地方志的纂修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文章总

集的编纂有着积极影响。 

第三，保存文献，传扬地域文学。湖湘大地人才鼎盛，文学源远流长，文集的编纂既可以很好地保存文学作品，又能将一

地文学的魅力传播于世。正如唐训方在《常宁诗文存•序》中所言： 

顾吾独怪天之生文人也，既予以著作之才华，复靳其芳名之流播。其人生时恒多偃蹇困厄，所作诗、古文、词或迟之数十

年而后传，或迟之数百年而终不传。致使鸿文巨制剥蚀于风霜雨雪之中，后之人求其断简残篇而不可得，不亦重可悲乎？吾常

邑地钟九嶷之秀，水挹湘江之清，代不乏学士文人，踵生其间，及考其生平撰述传者，十无一二焉。因采之郡县志，访之亲友

及其子若孙，先后搜罗，纂集成书，并略叙作者本末，俾后之学者开卷恍接。其言论丰采昭然，如日月云霞之在天，飞潜动植

之在地，人人得望而见之，即人人得望而知之。
[22]
 

总集编纂者在感叹文献湮没的同时，搜罗遗文并编纂成集，以此感召后世,使先贤风采能久远流传。不少课艺类总集的编纂

也源于此，乾隆年间，陶易任衡阳县令，感触其地“寿岳钟灵，蒸湘毓秀，代有伟人”[23]，但“人心不古”[23]，于是“集七邑

之士，试之，簿书之暇，篝灯夜校，厘定甲乙，或吐属清新，或结体深厚……各成一家言，于此见全衡为楚人文薮”[23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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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，不甘落后的竞争意识。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的《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》，共收录总集 219 种，涉及 25 个省市地区，

据编者统计，现存地方诗文总集（主要是明清）有一千余种。明清以来各地方诗文总集编纂数量普遍增多，一部分原因是地区

之间不甘落后，竞相编纂总集。如《常德文征・叙》中有言:“正史而外，《文鉴》《文萃》同编;而方志之余，《诗抄》《诗征》

竞刻。”[14]而“常德数被兵燹,家鲜藏书,《四库书目》所载十余种,皆自江、浙诸省收献。如陈高吾、蒋道林诸家，本地皆无可

求索”[14]。于是陈楷礼历时二十年，辑录《常德文征》四十八卷。再如李瀚章《湖南文征・序》曰：“国朝有《粤西文载》《金

华文略》《柘浦文钞》《垂棘续编》诸集是也。其书并录在四库，藏之名山。而湖以南作者林立，独未有专书，非阙典欤?”[11]与

其他地方进行竞争较量，以及不居人后的思想推动了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进程，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、思维模式的作用下,湖

南文章总集才能发展至鼎盛。 

总之,推动湖南文章总集编纂的原因很多，从时代氛围来看，自宋以降，整理乡邦文献渐次成为文人的责任和使命。他们广

事搜罗，奋力钩稽，从而使湖南文章总集的编纂在经历宋代的发、明代的发展演进之后,在清代于数量规模、卷帙形式、编纂体

例等方面呈现出繁荣、完善的局面。 

注释： 

①有关二书的篇名，《光绪湖南通志》中“《分门文集》”作“《分门诗集》”，是根据《宋史•艺文志》录入。但经查考，

《宋史・艺文志》卷二。九著录“刘赞《蜀国文英》八卷、《分门文集》十卷”，并未出现“《分门诗集》”。关于《蜀国文英》

篇名，据翟新明撰《〈崇文总目〉总集类校考》（《古典文献研究》2017 年第 2 期，第 172,187 页），张兴武著《补五代史艺文志

辑考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版，第 239—240 页），张海著《前后蜀文学研究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，第121 页）；可

以肯定刘赞编有《分门文集》和《蜀国文英》，而《蜀国文英》与《蜀国文英集》是否为同一书还需商榷。 

②“姚孳”在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“田孳”。经查考，《通志》《郡斋读书志》《光绪湖南通志》《浙江通志》等文献均作“姚

孳”。 

③“赵彦臻”在《光绪湖南通志》作“赵彦秀”。经查考，《郡斋读书志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文献均作“赵彦珍”。 

④此为叶德辉识语，见湖南图书馆编《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》（岳麓书社 2011 年版，第 755—756 页）。由此可见课艺

文章总集在明代的繁盛，可惜流传于世者稀少，仅存《湖湘校士录》。 

⑤“张振先”在《岳阳纪胜汇编》（明万历十三年刻本）的序言中作“张振元”，《岳阳纪胜汇编•历代姓氏爵里》中作“张

振先”。经查考，《雍正浙江通志》《光绪湖南通志》《民国杭州府志》等地方志书均作“张振先”。 

⑥两组数据均来自《清代家集叙录・前言》，包含总集和丛刊两类，湖南家集包括已阅家集数和未见、待访家集数，见徐雁

平编著《清代家集叙录上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 3,8 页）。 

⑦以上数据来自《湖南文征•前言》，阙名者均不计，见罗汝怀编纂《湖南文征》（岳麓书社 2008 年版，第 3页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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